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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

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 989 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

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

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

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 134.62～435.08 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

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

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

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

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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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生产废弃物乱堆、生活垃圾乱倒等情况时有发生。据统

计，2017 年全国农村垃圾产生量达到 50.09 亿 t[1]。从垃圾构成来看，主要为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农村垃圾治理不及时不到位，

不仅严重降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还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改善落后的农村人居环境、解决农村垃圾污染问题迫在眉睫。 

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等文件，将农村垃圾治理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农村垃圾治理主要由政府主持，由此存在着治理成本较高、公共财政有限和治理

效率低下等问题。根据 Ostrom 等[2]提出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农村垃圾治理应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现实中已有村庄

开始尝试通过农户缴纳保洁费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因此，农户投资参与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可能成为今后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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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整治的大势所趋。 

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内在感知因素，即相关的“情感”和“认知”因素对人们环境治理意愿或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3,4,5]。面对环境这一种公共资源，道德情感对个体保护或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值得关注。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道德情感被看作是

人们基于生态责任感所产生的情感[6]。早期对家庭垃圾回收行为的研究中已指出责任感提高了居民生活垃圾回收意愿[7]。后有学

者也陆续关注到环境责任感对居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8,9]。除了情感因素的影响，农户的决策行为还需依据正确且充分的信息

从而形成相应认知来促进。农户对农村生态环境政策越了解，越可能产生亲环境行为[10],也越可能参与村庄的环境治理[11]。农户

的政策认知也是影响其投资的重要因素[12]。郑淋议等[13]的研究已表明政策认知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 

然而，仅仅依靠“知情”,即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农户仍然不能有效完成向行为的跨越。个体的行为并非独立存在，而

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产生联系。因此，只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才能促进农户在环境治理问题

上，从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行为意愿，由“知情”走向“知行”。从关系层面上看，社会资本因素反映了农户与

农户、农户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有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制度信任对农户环保投资意愿的贡献度最大[14]。制度信任是建

立在“非人际”关系上的社会现象引发的信任[15],可以被看作是个体对国家政策、法规的响应。何可等[16]也肯定了制度信任对农

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魏东等
[17]
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中纳入制度信任，

发现制度信任正向调节农户行为态度与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关系。贾亚娟等[18]则探讨了制度信任在环境关心和农户生活垃圾治

理支付意愿中的调节作用。 

综上，学者们从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9]、政策认知[11]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16]出发，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农户

环境治理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本文研究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但较少有文献将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分析农户农村垃圾治理

投资意愿的影响机理，忽视了个人意愿或行为的产生是受内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此外，现有文献大多是从生活垃圾或生产垃圾

治理单一视角进行研究[4,14],缺乏对两者的共同关注。事实上，区别于城市，在农村范围内农户的生活与生产场所大多处于同一区

域，在正视生活垃圾给农户带来困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生产垃圾导致的农户生活环境破坏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基于此，本文

将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以及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双栏模型(DHM),分析农户农村

生产、生活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以期探究农户如何从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行为意愿，从而提出

针对性策略，引导农户由“知情”转变为“知行”。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将农户农村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分为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两个阶段。投资意愿是指农户是否愿意对农村垃圾治理进行投

资，按照投资意愿可将农户分为愿意投资农村垃圾治理的农户和不愿意投资农村垃圾治理的农户。这一阶段农户的决策是探讨

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水平的前提。农户投资水平则体现在愿意投资农村垃圾治理的农户愿意在多大水平上进行投资。现有

研究中，心理因素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农户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一般可以分为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6],而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意

愿或行为还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19]。因此，为探究农户如何由“知”与“情”提升至行为意愿，本文在选取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

责任感和政策认知两个因素的同时，还加入了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以分析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 

1.1 环境责任感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 

责任感是个体对国家、对集体、对他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的一种体验。一般而言，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衡量关于道德、道

义等方面的问题[20]。本文的环境责任感是指农户对待环境的道德责任情感。基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理论，环境责任感对环境行为

有较大的驱动作用[21]。农户通过投资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在客观上能够减少环境破坏对他人造成的危害，从而增进集体福利，但

就其自身来看并未获得直接利益，因此环境保护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负责任的利他主义行为[22]。根据规范激活模型，农

户的环境责任感能够激活个体内在的道德规范，从而影响他们的利他行为或意愿
[23]

。因此农户环境责任感越高，越能激发其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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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使其更加愿意做出投资垃圾治理的决定，同时其投资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此外，农户的环境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

映农户对环境的关注度，农户对环境问题越关注，农户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积极性就会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环境责任感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1.2 政策认知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 

政策认知是个体对国家相关政策与法规的理解和认识，本文主要是指农户对于国家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的了解程度。

当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在相同角度上被判断时，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强[19]。因此，农户的意愿或行为往往会基于一定的认知水平所展

开
[24]
。农户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国家对资源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而认识到保护资源环境的意义和开展农村垃圾治理的

好处，从而提升其农村垃圾治理意愿及水平。此外，国家政策和法规具有一定引导的作用，且与其他一般信息相比更具有公信力

和约束力。农户对资源环境政策的了解度越高，相关规则对其行为引导作用越强，便越倾向于投资农村垃圾治理。基于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说： 

H2:政策认知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1.3 制度信任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 

制度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一个重要社会资本指标，往往依赖于法律、政治等制度环境形成，常被看作是个体

在进行行为决策时的一个重要情景因素[15,17]。在农村，制度信任一般指农户对基层政府或对村干部的信任。农户投资农村垃圾治

理实质上是一种合作治理行为，而信任是合作的基础，良好的信任关系能够增强农户的合作意愿。此外，在信任关系密切的情况

下，相互合作能够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降低农户投资农村垃圾治理的交易成本，从而增强农户的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基于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制度信任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制度信任除了对个体环境治理行为有直接影响外，还存在一定的间接影响。其对环境责任感和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

平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预期政府会努力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时，农户更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环境很

重要[25,26],若自身行为不当会产生负罪感，因此会激发其环境责任感，从而对投资意愿及水平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信

任政府农村环境治理的决心，农户对自身环保行为的效能感也会增加，以此促使农户认为自己更有责任去维护农村环境，并愿意

出资进行农村垃圾治理。此外，制度信任是政府政策、法规发挥作用的关键[16]。在农户对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及法规有所了解的基

础上，足够的信任能使农户对相关政策法规有更强的心理认同，从而带动农户行为的积极性[27]。同时，制度信任能够促使农户认

为政府所颁布的相关法律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作为回报，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会提升[28],进而乐于投资农村垃圾治理。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制度信任在环境责任感和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H5:制度信任在政策认知和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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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 

2 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中部分农户并不愿对农村垃圾治理进行投资，因此被解释变量存在较多零观测值，针对这类情况，学者们大多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分析[29]。但相比而言，Cragg[30]提出的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DHM),在 Tobit 模型的基础上延展，将个

人的行为决策分解为两个阶段来研究，更契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双栏模型来分析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以及

制度信任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的影响，并将农户垃圾治理投资参与意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户是否愿意投资

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即投资意愿，第二阶段为农户愿意投资的金额，即投资水平。 

第一步，考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构建如下方程： 

 

式(1)表示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为0,式(2)表示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不为 0。 

式中：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Yi表示被解释变量，即农户的投资意愿；X1i表示解释变量，即环境责任感、

政策认知和制度信任等变量；α表示相应的待估计参数；i表示第 i个观测样本。 

第二步，考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构建如下方程： 

 

式中：E(·)表示条件期望，即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λ(·)表示逆米尔斯比率；X2i表示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

和制度信任等解释变量；β表示相应的待估计参数；σ表示截取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基于(1)～(3)式，建立如下对数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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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nL 表示对数似然函数值。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可以得到本文所需的相关参数。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9年 8月开展的农户调研与访谈，调研地点集中在湖北省襄阳市、荆州市和河南省南阳市、

信阳市 2省 4市 7县(县级市、区)。选择调研区域主要有以下考虑：(1)近年来，湖北省和河南省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开展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将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作为重点任务，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襄阳市、荆州市、南阳市和信阳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均处于所属省份的中上游水平，4个地市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都提供了力度较大的财政支持，基本能代表所

属省份农村垃圾治理的开展情况。调研内容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废弃物、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展开。在正式调研前，调研人员

均接受相关培训并进行预调研，根据现实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基于科学性原则，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通过一对一访

谈形式进行数据收集，共得到问卷1089 份。结合研究内容，剔除信息严重缺失、前后回答不一致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989

份。 

表 1反映了样本农户及其家庭的基本特征。从农户个人特征来看，被调查农户以男性为主，占比 73.91%;受访农户年龄大多

在 50岁以上，其中，51～60岁的占38.52%,60岁以上的占37.51%,这符合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情况；受访农户中，小学

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占比超过一半(56.72%),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较低；被调查农户中有 130 人为党员，占总样本的 13.14%。从农

户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年收入在 5万元及以下的农户占45.50%;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在1hm2以下的有 665户，占 67.24%,家庭

农业生产主要以小规模经营为主。 

表 1样本基本特征 

指标名称 频数 百分比(%) 指标名称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政治身份(是否为党员)   

男 731 73.91 是 130 13.14 

女 258 26.09 否 859 86.86 

年龄   家庭年收入   

≤30 6 0.61 5 万元及以下 450 45.50 

31～40 38 3.84 5～10(含 10)万元 293 29.63 

41～50 193 19.52 10～15(含 15)万元 130 13.14 

51～60 381 38.52 15～20(含 20)万元 68 6.88 

≥61 371 37.51 20 万元以上 48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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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   实际耕地面积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154 15.57 ≤0.33hm2 204 20.63 

小学 407 41.15 0.33～0.67(含 0.67)hm2 275 27.80 

初中 341 34.48 0.67～1.00(含 1.00)hm2 186 18.81 

高中或中专 79 7.99 1.00～1.33(含 1.33)hm2 111 11.22 

大专及以上 8 0.81 >1.33hm2 213 21.54 

 

2.3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及投资水平，投资意愿为二元虚拟变量，投资水平为连续变量。根据

不同类别的农村垃圾，在调查问卷中以“您是否愿意为处理您家的生活垃圾支付一定费用?”和“您是否愿意为处理您家的生产

垃圾 1 支付一定费用?”来表征投资意愿，以“愿意为处理生活垃圾支付的金额(元/月·户)”和“愿意为处理生产垃圾支付的

金额(元/hm2·季)”来表征投资水平。 

(2)解释变量。 

①环境责任感。根据前文相关研究，本文采用“农户对村庄环境问题负有责任”来表征样本农户的环境责任感，并按照“完

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进行赋值；②政策认知。本文设置“农户对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和法

规的了解程度”来表征样本农户的政策认知，并按照“完全不了解=1;不太了解=2;一般=3;了解一点=4;非常了解=5”对农户的

政策认知程度进行赋值。③制度信任。现有研究中，学者大多选取“对村干部的信任”或“对政府的信任”来表征农户的制度信

任[31,32]。但也有学者提出制度对于任何个体都应该是无差别的，而在差序格局下，村干部却不可能无差别对待所有村民[33]。相较

而言，对政府的信任可能更能够反映农户的制度信任。故本文采用“农户对当地政府是否信任”这一指标进行研究，“信任”赋

值为 1,“不信任”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等变量会影响农户公共物品投资意愿[34,35]。借鉴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农户性别、年龄、

受教育年限、健康情况、是否为村干部、是否为党员等个人特征及家庭总人口、家庭年收入和耕地面积等家庭特征作为影响农户

垃圾治理投资意愿的控制变量。其中，家庭总人口和耕地面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家庭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的产出量。此

外，为控制地区差异的影响，本文还将地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 

表 2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 投资意愿 农户是否愿意对生活垃圾治理进行投资：1=愿意；0=不愿意 0.46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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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农户是否愿意对生产垃圾治理进行投资：1=愿意；0=不愿意 0.31 0.46 

投资水平 

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元/月·户) 16.42 24.42 

农户对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元/hm2·季) 435.29 432.14 

核心解释

变量 

环境责任

感 

农户对村庄环境问题负有责任：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

意；5=非常同意 
4.27 0.81 

政策认知 
农户对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的了解程度：1=完全不了解；2=不太了解；3=一

般；4=了解一点；5=非常了解 
2.93 1.10 

制度信任 农户对当地政府是否信任：1=信任；0=不信任 0.66 0.47 

控制变量 

性别 1=男；0=女 0.74 0.44 

年龄 受访农户实际年龄(周岁) 57.47 9.59 

受教育年

限 
受访农户实际接受教育年限(年) 5.65 3.49 

健康情况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3.44 1.03 

是否为村

干部 
1=是；0=否 0.11 0.32 

是否为党

员 
1=是；0=否 0.13 0.34 

家庭总人

口 
受访农户家庭总人口数(人) 4.73 1.96 

家庭年收

入 
受访农户家庭年收入(万元) 7.78 7.73 

家庭耕地

面积 
受访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hm

2
) 1.32 2.65 

地区变量 1=河南；0=湖北 0.41 0.49 

 

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水平分析 

表 3 反映了样本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分布情况。在 989 个样本农户中，有 459 人愿意投资生活垃圾治理，占受访农

户总数的 46.41%,有 306 人愿意对生产垃圾治理投资，占受访农户总数的 30.94%,比较而言，农户更乐于对生活垃圾治理进行投

资。对生产和生活垃圾治理有投资意愿的农户均不到半数。在实地访谈中，能够探寻到一些答案。从生活垃圾治理角度看，91.81%

的样本农户通过合理处置生活垃圾参与治理活动，而其中有部分农户认为该行为已经能够表达其对环境的贡献，因而无需再支

付金额；也有一些农户认为生活垃圾治理是政府的指责所在，不应该让农户出钱。从生产垃圾治理角度看，农户对秸秆的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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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本都为还田，在机械收割的同时即完成了还田，因而大多农户并未深入考虑对秸秆处理的付费问题；而对于废旧农膜、废弃

化肥农药包装物的回收治理工作目前还不完善，样本中仅有 17.19%的农户表示村里有回收利用措施，农户的处理方式大多是与

生活垃圾一起扔至垃圾箱，或者当作废品卖钱，尚未考虑治理问题。基于以上原因，部分农户对生产生活垃圾治理的付费意识并

不高。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研究农户投资意愿的重要性。 

 

式中：Ai表示投标值；本文中取各 WTP区间内农户愿意投资金额的平均值；Pi表示受访农户选择该区间数额的概率。 

根据公式(5)和公式(6)计算得到平均投资金额的上下限，由此计算得到农户愿意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金额为7.62～16.42

元/月·户，对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金额为 134.62～435.08元/hm
2
·季。 

3.2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2.1 估计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本文对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1.61,平均值为1.32,

远小于 10,表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非常小。进一步，本文运用双栏模型分析了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以及制度信任

对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投资水平的影响。表 4反映了模型的估计结果，生活垃圾治理和生产垃圾治理模型的 Wald卡方

值均达到 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在整体上模型是适用的。 

表 3样本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累计频率分布 

WTP(元/

月·户) 

生活垃圾 

WTP(元/ 

hm2·季) 

生产垃圾 

绝对频

次(人) 

相对频度

(%) 

调整频度

(%) 

累计频度

(%) 

绝对频

次(人) 

相对频度

(%) 

调整频度

(%) 

累计频度

(%) 

WTP＜10 137 13.85 29.85 29.85 WTP＜150 12 1.21 3.92 3.92 

10≤WTP<20 200 20.22 43.57 73.42 150≤WTP<300 97 9.81 31.70 35.62 

20≤WTP<30 58 5.87 12.64 86.06 300≤WTP<450 75 7.58 24.51 60.13 

30≤WTP<40 28 2.83 6.10 92.16 450≤WTP<600 55 5.56 17.97 78.10 

40≤WTP<50 7 0.71 1.52 93.68 600≤WTP<750 15 1.51 4.90 83.00 

50≤WTP<60 17 1.72 3.70 97.38 750≤WTP<900 23 2.33 7.52 90.52 

60≤WTP<70 2 0.20 0.44 97.82 900≤WTP<1050 2 0.20 0.66 91.18 

70≤WTP<80 1 0.10 0.22 98.04 1050≤WTP<1200 1 0.10 0.33 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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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WTP<90 1 0.10 0.22 98.26 1200≤WTP<1350 5 0.51 1.63 93.14 

90≤WTP<100 1 0.10 0.22 98.48 1350≤WTP<1500 5 0.51 1.63 94.77 

WTP≥100 7 0.71 1.52 100.00 WTP≥1500 16 1.62 5.23 100.00 

愿意投资

(WTP>0) 
459 46.41 100.00 / 

愿意投资

(WTP>0) 
306 30.94 100.00 / 

拒绝投资

(WTP=0) 
530 53.59 / / 

拒绝投资

(WTP=0) 
683 69.06 / / 

总计 989 100.00 / / 总计 989 100.00 / / 

 

表 4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生活垃圾治理 生产垃圾治理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环境责任感 0.146**(0.059) 0.089*(0.051) 0.101*(0.061) 0.027(0.073) 

政策认知 0.129***(0.043) 0.066**(0.033) 0.101**(0.045) 0.079*(0.045) 

制度信任 0.458***(0.100) -0.186**(0.086) 0.366***(0.105) -0.064(0.132) 

性别 0.005(0.113) 0.021(0.083) 0.072(0.116) 0.226*(0.119) 

年龄 -0.010
*
(0.005) 0.000(0.004) -0.006(0.005) -0.011

**
(0.005) 

受教育年限 0.011(0.016) 0.004(0.012) 0.021(0.016) -0.039**(0.016) 

健康情况 0.143***(0.046) -0.065*(0.037) -0.019(0.046) 0.022(0.045) 

是否为村干部 0.304*(0.174) 0.399***(0.125) 0.448***(0.165) -0.168(0.154) 

是否为党员 -0.171(0.164) -0.239*(0.122) -0.042(0.159) 0.130(0.140) 

家庭总人口 -0.043
*
(0.025) 0.013(0.018) 0.009(0.025) -0.021(0.023) 

家庭年收入 0.024***(0.008) 0.003(0.004) 0.013*(0.007) 0.013(0.008) 

家庭耕地面积 -0.006(0.023) 0.014(0.014) -0.001(0.020) -0.020(0.017) 

地区变量 -1.035
***
(0.103) 0.637

***
(0.111) -0.733

***
(0.108) -0.154(0.112) 

常数项 -0.980**(0.451) 1.937***(0.384) -1.199**(0.464) 3.401***(0.550) 

对数似然值 -529.293  -522.582  

Wald 卡方值 307.36***  1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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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 989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以下表格与此相同. 

3.2.2 估计结果分析 

(1)环境责任感。 

从生活垃圾治理角度看，环境责任感对农户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并在 5%和 10%水平上显著；从生产垃圾

治理角度看，环境责任感正向影响农户的投资意愿，但对投资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估计结果表明，当农户认识到自己是农村环

境的维护者，有较强的环境责任感时，更易激发其对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但是环境责任感并未影响到农户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

金额。 

(2)政策认知。 

从生活垃圾治理角度看，政策认知对农户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并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从生产垃

圾治理角度看，政策认知对农户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在 5%和 10%水平上显著。估计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对环境保护政

策和法规认知度的提升，农户更能够把握当前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增强其对生活和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和投

资水平。此结果与郑淋议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农户对政策的认知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越关心环境问题和农村公共

事务，因而更愿意为农村垃圾治理出资。 

(3)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对农户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均有正向影响，且在 1%水平上显著。但是制度信任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投资水平的影响为负，而对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则没有显著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对当地政府的信任促使农户建立起了农村垃

圾治理的合作基础，但是越信任政府，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就会越低，此结果与蔡起华等[36]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

原因是，农户对当地政府的信任促使他们认为政府在农村垃圾治理过程中会投入更多的力量，农户虽也愿意参与投资治理，但在

投资金额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搭便车”倾向。 

(4)控制变量。 

性别仅对农户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男性农户在生产垃圾治理中愿意投资更高的金额。男性作

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对于生产垃圾问题有更深的感触，进而影响到农户愿意支付的金额。农户的健康情况正向影

响其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这表明，越是健康的农户，越希望生活中的垃圾得到有效处理，进而有更高的投资意愿。农户

的村干部身份对其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意愿、投资水平以及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村组是垃圾治理部分环节

的主要承担主体，村干部对于垃圾治理的重要性和困难有更多了解，因而更愿意投入资金来推动农村垃圾治理。农户家庭年收入

显著影响其对生产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这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农户越愿意投资农村垃圾治理，但对投资的金额没有

显著影响。 

3.3 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温忠麟等
[37]

的研究，当调节变量为类别变量、自变量为连续变量时，可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若回归系数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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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本文根据“农户对当地政府是否信任”这一制度信任指标，将农户分为低信任组和高信任组，并运用

双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不同组别系数的显著变化来考察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5。 

估计结果显示，农户环境责任感对其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在低信任组影响显著，但在高信任组影响并不显著且系数明显变

小。这表明，制度信任在环境责任感和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未能推动农户由道德情感上升到行为

意愿。此结果与贾亚娟等[18]的研究结论相反。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出于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有较高责任感的农户更愿意承担起

垃圾治理的使命；而对当地政府信任程度高的农户，可能会因其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心理，从而降低环境责任感对其投资

意愿的影响。此外，制度信任能够正向调节农户环境责任感与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的关系，但对农户环境责任感与生产垃圾治

理投资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农户政策认知对其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在低信任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高信任组影响显著且为正

向影响，两组回归系数有明显变化。这表明，制度信任在政策认知与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

调节作用，在农户了解政策的基础上使其形成行为意愿。农户越信任当地政府，越能理解各项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并非空谈，从

而产生较强的心理认同，带动其进行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积极性。 

表 5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分析 

 

生活垃圾治理 生产垃圾治理 

低信任组 高信任组 低信任组 高信任组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环境责任感 
0.345*** 

(0.115) 

0.069 

(0.107) 

0.075 

(0.071) 

0.109* 

(0.059) 

0.373*** 

(0.126) 

0.052 

(0.216) 

0.003 

(0.073) 

0.022 

(0.078) 

政策认知 
0.029 

(0.086) 

0.047 

(0.073) 

0.167*** 

(0.051) 

0.082** 

(0.036) 

-0.006 

(0.091) 

0.021 

(0.125) 

0.142*** 

(0.052) 

0.085* 

(0.050) 

常数项 
-1.835** 

(0.885) 

2.229*** 

(0.697) 

-0.159 

(0.546) 

1.683*** 

(0.458) 

-2.110** 

(0.937) 

3.930** 

(1.571) 

-0.423 

(0.556) 

3.205*** 

(0.571)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对数似然值 -135.459  -379.702  -123.113  -384.353  

Wald 卡方值 130.60
***
  133.94

***
  66.79

***
  95.53

***
  

样本量 338 651 338 651 

 

3.4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表 4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新的变量来表征制度信任。前文虽然探讨了村干部可能出现差别对待农户的情况，

但是就农村环境而言，在相关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农户往往不与政府直接对话，村干部担任着沟通连接农户和政府的“代理人”

角色[32]。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选取“农户对村干部是否信任”作为制度信任的替代变量，并将“信任”赋值为 1,“不信

任”赋值为 0。表 6 回归结果表明，各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 4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此外，本文还利用 Winsor 缩尾法对农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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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年收入值进行上下 1%水平下的缩尾处理，从而消除异常值的影响，缩尾后的回归结果亦与表 4 结果基本一致。因此，以上检

验可以证明本文的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本文关于农村生活及生产垃圾治理的研究对于改善农村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

有积极意义。农户作为农村垃圾的制造者及垃圾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其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弄清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

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对完善相关政策不无裨益。在农村市场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探讨非经济因素对于农户投资这类经济行为的

影响，更能契合农村社会特征，同时也符合乡村环境治理实践的需要。故本文选取了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制度信任等非经济

因素，利用湖北省及河南省 989个农户调查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总体而言，农户对农村生活、生产垃圾的

投资意愿并不高，46.41%的样本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有投资意愿，投资意愿水平为 7.62～16.42 元/月·户；而对农村生产

垃圾有投资意愿的样本农户仅占 30.94%,投资意愿水平为 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对农户农村垃

圾治理的投资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影响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但对于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仅有政策认

知有显著影响。(3)制度信任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及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水平，并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

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及水平，但在环境责任感和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表 6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替换变量 缩尾 

生活垃圾治理 生产垃圾治理 生活垃圾治理 生产垃圾治理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投资意愿 投资水平 

环境责任感 
0.152*** 

(0.058) 

0.092* 

(0.052) 

0.099 

(0.061) 

0.026 

(0.074) 

0.147** 

(0.059) 

0.091* 

(0.051) 

0.099 

(0.061) 

0.018 

(0.074) 

政策认知 
0.129

***
 

(0.043) 

0.063
*
 

(0.033) 

0.101
**
 

(0.045) 

0.074
*
 

(0.045) 

0.126
***
 

(0.043) 

0.061
*
 

(0.033) 

0.104
**
 

(0.045) 

0.079
*
 

(0.046) 

制度信任 
0.348*** 

(0.094) 

-0.075 

(0.070) 

0.340*** 

(0.098) 

-0.024 

(0.104) 

0.448*** 

(0.101) 

-0.178** 

(0.087) 

0.369*** 

(0.106) 

-0.061 

(0.133) 

常数项 
-1.032** 

(0.451) 

1.8827*** 

(0.388) 

-1.264*** 

(0.465) 

3.342*** 

(0.550) 

-0.967** 

(0.452) 

1.882*** 

(0.387) 

-1.196** 

(0.466) 

3.415 

(0.553)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对数似然值 -533.043  -522.698  -525.285  -515.029  

Wald 卡方值 299.96***  178.24***  296.84***  172.67***  

样本量 989 976 

 

研究结论表明，实践中可进一步组织农户通过投资等市场手段参与农村垃圾治理，从而弥补现有补贴或处罚手段单一的不

足，充分发挥这些非经济因素在农户意愿或行为转变中的积极作用，促使农户的知与情提升到知与行中。因此，本文得出如下政

策启示：(1)在政策设计层面，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农村垃圾治理的政策及法规，统筹考虑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的利用和处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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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管环节纳入农户意愿表达程序，从制度层面保障农户参与决策，以提高其政策认同感。(2)在政策

执行层面，基层政府和村集体需确保各项政策的推行与落实，使现阶段治理工作有所成效，切实做到利民惠民，从而增强农户对

政府及制度的信任。此外，可以通过积分兑换、评比表彰等激励手段提高农户农村垃圾治理的参与度，让农户切实体会到政府对

环境治理的重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从而激发农户投资参与的积极性。(3)在政策受众层面，通过广播、标语、培训、发放

宣传手册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介绍垃圾污染的危害、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环境政策，加深农户对政策的认识，引导农户

将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治理看作是自家事，从而增强其环境责任感。在此基础上，可通过村民协商，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来确定村域

垃圾治理筹资措施，循序渐进地建立起农户的付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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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从农业生产来看,调研地区农户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因此本文的农业生产垃圾主要指秸秆、废旧农膜

及废弃化肥农药包装物等农业废弃物. 


